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黄明涛∗

　 　 内容提要　 «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兜底式授权ꎮ 鉴于全国

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ꎬ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ꎬ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

重大议题ꎮ 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ꎬ以判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ꎮ 第一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是指在公权力机关序列中

的相对优越ꎬ而不是绝对无限ꎻ第二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ꎬ不应损及被监督

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ꎻ第三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实际“行动能力”
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ꎮ

关键词　 «宪法»第 ６２ 条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权力边界　 权力监督

一、问题的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是否有宪法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ꎻ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ꎻ
􀆺􀆺
(十六)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ꎮ”
在当前宪法体制中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个“宪法机关”ꎬ占据了基础地位、中

心地位ꎮ 根据«宪法»第 ５７ 条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是宪

法文本上关于该机关之地位、属性的直白表述ꎻ«宪法»第 ６２ 条具体列举了全国人大享

有的职权ꎬ涵盖了诸多方面ꎬ该条第 １６ 项更进行了兜底式地概括授权ꎬ规定其可以行使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一“兜底授权”在整部宪法中显得

非常独特ꎬ使得全国人大不被列举式授权所限ꎬ而可以在更多事项中、以更多种方式行

使权力ꎮ 如韩大元教授所指出ꎬ“无论是立法ꎬ还是官方文件和学术话语体系中ꎬ全国人

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ꎬ①“全国人大”与“最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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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关”这两个称谓几乎是彼此通用的关系ꎮ 但是ꎬ当我们考虑到全国人大作为被宪

法所授权的国家机关之地位时ꎬ同时也考虑到«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所体现的授权逻

辑时ꎬ就不得不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概念加以辨析ꎮ 换言之ꎬ全国人大享有“应
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一规范语句暗示了一种授权标准ꎬ即ꎬ某一

项具体的权力如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范围ꎬ则可以被全国人大行使ꎮ 本文

认为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是一个从特定的政治哲学和立宪主义原理之中推导出

来的、提供规范标准的概念ꎬ而全国人大则是被一部具体的规范宪法所授权的宪定机

构ꎬ②后者本身不能自动生发出任何权力ꎮ 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纯粹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ꎬ那么上述宪法条文就会成为“循环逻辑”ꎬ即全国

人大可以行使它“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③———这相当于没有提供任何法定标

准或权力边界ꎬ从最低限度的形式法治或立宪主义原理来看ꎬ这是不可接受的ꎮ④

不仅如此ꎬ“全国人大是否享有无限的权力”这一诘问被我国当前宪法监督制度的

核心特色所加重ꎬ⑤即ꎬ全国人大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终极宪法监督机关ꎬ自身不必受制于

任何制度化的宪法监督或法律监督ꎮ 这一“制度现实”使得人们有可能同意ꎬ全国人大

在法律上可能真的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ꎮ 翟小波教授曾将这一立场贯彻到底ꎬ得出了

全国人大不可能违宪这一结论ꎮ⑥ 这看似与“全国人大免于被监督”这一立场相协调ꎬ
但同时ꎬ却根本性地挑战了“受委托行使权力的人不得危害委托人”这一立宪原则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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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初(尤其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国内理论界关于制宪权理论的讨论渐次兴起ꎬ使得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之间

的关系作重新认识有了可能ꎬ而这些问题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之初或及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都被忽视或遮蔽了ꎮ
肖蔚云教授在论及制宪权在新中国的运用时ꎬ承认西耶斯的制宪权与宪定权之区分作为理论基础的地位ꎬ但认为新

中国行使制宪权的机关与方式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ꎮ 肖教授认为ꎬ全国人大同时享有制宪权、修宪权与立法权没有

任何问题ꎬ他完全没有论及全国人大游走于“制宪机构”与“宪定机构”之间可能引发的身份冲突ꎮ 参见肖蔚云:«关
于新中国的制宪权»ꎬ载«中国法学»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ꎮ 林来梵教授认为ꎬ１９５４ 年制宪过程(他认为这是新中国迄今为

止唯一的制宪)中ꎬ制宪权主体是人民ꎬ行使制宪权的特别代表是多样的ꎬ第一届全国人大仅为其中之一ꎮ 林教授在

一定程度上拉开了制宪者(主权者)与全国人大之间的距离ꎬ也抛出了实定宪法框架内修宪权(在中国ꎬ此权力由宪

法授予全国人大ꎬ是典型的“宪定权”)的界限问题ꎮ 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 (第 ２ 版)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１１、１１８ 页ꎮ 杜强强教授认为ꎬ修宪权来源于宪法的授予ꎬ不受限制的修宪权将会摧毁宪法ꎮ 参见杜强强:«修宪

权之“基本架构限制”———印度最高法院关于宪法修改限制的理论与实践»ꎬ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ꎮ 李忠夏

教授更认为ꎬ１９５４ 年制宪以及之后几次“宪法全面修改”ꎬ虽然都有行使制宪权ꎬ但却都具有不完全性和不完整性ꎮ
他认为ꎬ不符合当代宪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规范性”的“制宪行为”是算不上“制宪权的行使”的ꎮ 参见李忠夏:
«从制宪权角度透视新中国宪法的发展»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１９５４ 年«宪法»第 ２７ 条第 １４ 项如此表述ꎬ与现行«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的表述不同ꎮ 前一种表述承认了一种“主观

的”判断标准ꎬ对全国人大的权力几乎没有法律限制ꎬ现行宪法的表述更接近于一种“客观的”判断标准ꎮ
胡锦光教授指出ꎬ“从宪法关于全国人大职权的规定出发ꎬ得出全国人大是全权性、无限性的国家机关的结论ꎬ是值

得商榷的”ꎮ 参见胡锦光:«论对法律的违宪审查»ꎬ载«北方法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胡锦光教授认为ꎬ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自己对其制定的法律作违宪审查ꎬ这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有别

于其他国家的特色”ꎬ但他仍认为这与法律是否存在违宪可能是两个问题ꎮ 参见前引④ꎬ胡锦光文ꎮ
参见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ꎬ还是司法化?»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法]西耶斯:«论特权 / 第三等级是什么»ꎬ冯棠译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５９ 页ꎮ 我国«宪法»第 ２ 条的规定

是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ꎮ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ꎮ



翟教授的逻辑是ꎬ因为我国的宪法实施制度是“代议机关至上模式”的ꎬ所以全国人大的

法律不可能违宪ꎻ但是ꎬ他推导出“代议机关至上模式”的依据又来自于全国人大的法律

不可能违宪这一事实ꎮ⑧ 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语言游戏ꎮ 要命的是ꎬ在“法律

不可能违宪”究竟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规范命题的问题上ꎬ他始终闪烁其辞ꎬ并借用英

国宪法上独有的“国王不可为非”原则来作类比式地辩护ꎮ 然而ꎬ在“严格意义上的法”
(奥斯丁语ꎬ戴雪亦援用)的范畴内所作的英宪论述是以对“议会主权”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原则或“议会的立法至上地位”(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原则

的描述、承认作为起点的ꎬ⑨这与我国———以及当代绝大多数的宪法典国家———不啻有

霄壤之别ꎮ 对我国而言ꎬ宪法不是被人大的一般立法所定义的ꎮ 如«宪法»第 ５ 条第 ４
款所表明的ꎬ“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ꎮ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

为ꎬ必须予以追究”ꎬ这是一个规范陈述ꎬ是宪法的明确要求ꎮ 如果我们认为ꎬ全国人大

可以基于«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而行使任何一种它愿意行使的权力ꎬ就相当于承认ꎬ现
行宪法的规范内涵由全国人大来自由定义、扩展甚或改写ꎮ 但是ꎬ中国的全国人大不是

联合王国的议会ꎬ１９８２ 年«宪法»的理论基础也不同于英宪ꎮ 笔者认为ꎬ我国当前的宪

法监督制度对全国人大行宪遵宪的状况保持沉默ꎬ毋宁凸显了创造性地发展宪法监督

方式、扩展宪法监督范围的紧迫性ꎬ􀃊􀁉􀁒而不是全国人大在法律上不受限制或享有无限权

力的证明ꎮ
因此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概念上应当区别于全国人大ꎬ厘清前者的性质ꎬ并由

此推导出其应有权力的类型、范围、目的以及行使方式等ꎬ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工作ꎮ 下

文将首先探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的“最高”一词的含义ꎬ表明其只意味着“相对优

越”而非“绝对无限”ꎻ进而ꎬ本文将分别从权力监督原则的视角和机构行动能力的视角

来分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应当享有的权力类型以及必然附随的权力界限ꎮ

二、所谓“最高”:规范含义的限定与澄清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个概念因冠有“最高”这个前缀词ꎬ所以暗示了某种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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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⑥ꎬ翟小波文ꎮ 请读者特别留意该文第二部分第二段与第三段的论证路径ꎬ本文认为其属于循环论证ꎮ
戴雪指出ꎬ英国人通常称之为“宪法”的那些规则实际上分为两类ꎬ其中一类是严格意义的法( 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ｅｓｔ
ｓｅｎｓｅ)ꎬ可由法庭适用ꎬ这种规则才可被恰当地称为“宪法”(“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ｅｎｓｅ)ꎬ而英国法学教授

的工作就是ꎬ指出构成英宪之一部分的法是什么(“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ꎮ 如今

我们已能够理解ꎬ戴雪想强调的是ꎬ具有法之属性的规则和具有惯例之属性的规则共同构成英宪(英国宪制)ꎬ因此ꎬ
回答“何为英宪”的问题ꎬ是一个描述性的任务ꎬ即先对议会主权等原则予以描述、归纳、承认ꎬ而后将这些原则在整

体上定义为宪法ꎮ Ｓｅｅ Ａｌｂｅｒｔ Ｖｅｎｎ Ｄｉｃｅｙ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Ｆ ｅｄ.)[１９１５]ꎬ ｐｐ.８１ꎬ
８５ꎬ (ＰＤＦ ｆｏｒｍａｔ) ｈｔｔｐ: / / ｏｌｌ.ｌｉｂｅｒｔｙｆｕｎｄ.ｏｒｇ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Ｍａｙ ２３ꎬ ２０１７) 或者ꎬ如梅里亚姆所说ꎬ“议会主权原则定

义了或构成了(实证法意义上的)英国宪法”ꎮ 参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ꎬ
毕洪海译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１２８ 页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ꎬ维护宪法权威”ꎮ 这是执政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到“合宪性审

查”ꎬ与过去只是强调“宪法实施和监督”有明显不同ꎮ



性、优越性或至上性ꎮ 在我国宪法体制之下ꎬ不存在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平行存在、互
为制衡的机构ꎬ这就进一步引发了一种从“最高”到“无限”的观念溢出效应ꎮ 就此而

言ꎬ如何确定“最高”的含义ꎬ在法政观念上和宪法解释技术上ꎬ都会遇到不少困难ꎮ 当

然ꎬ对比«宪法»第 ５７ 条与第 ９６ 条———第 ９６ 条第 １ 款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可知ꎬ“最高”在这里是“地方”的对称ꎬ近似于“中央”ꎮ 但宪法仍

然采用了“最高”一词ꎬ明显是比“中央”更强烈的词汇ꎮ􀃊􀁉􀁓 不过ꎬ本文认为ꎬ至少有两个

方面的结构性原理决定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在实质意义上只能是“相对优

越”而非“绝对无限”ꎮ 第一个原理涉及现行宪法所反映的国家权力之初始授权逻辑ꎬ
第二个原理涉及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机构方面的具体实现方式ꎮ

(一)从国家权力机关的初始授权逻辑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相对优越性”
在国家权力机关序列中ꎬ全国人大具有相对于地方各级人大的优越地位ꎬ但各层级

国家权力机关的初始授权逻辑———即以人民主权为原点而进行的国家权力之初始配置

的内在原理———决定了ꎬ虽然冠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名ꎬ全国人大仍为诸多国家权

力机关之一ꎬ并不垄断来自人民的授权ꎬ因此也不能取代、侵蚀其他权力机关的宪定权

力ꎮ “最高”这一术语描述了某种“相对优越性”ꎬ但不是“全能性”“无限性”ꎮ􀃊􀁉􀁔

第一ꎬ全国人大不是排他性地接受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ꎮ 根据«宪法»第 ２ 条ꎬ我国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ꎬ“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ꎮ 这两款文字的字面含义是很清楚的ꎬ人民作为主权者ꎬ既向全国人大授

权ꎬ也向地方各级人大授权ꎬ不存在先向全国人大作一次性完整授权、再由后者将权力

转授予地方人大的逻辑ꎮ 在语句表述上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放在靠前的位置ꎬ可以

认为ꎬ这是出于遵从语言习惯而已ꎮ 结合 １９８２ 年«宪法»第三章之下的节次安排ꎬ即第

一节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节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ꎬ可知ꎬ这些条文进一步展开了总纲第 ２ 条的内涵ꎬ也印证了其授权逻辑ꎮ 因此ꎬ地
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严格来讲共五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一种彼此平行的位置

上接受来自主权者的初始授权ꎮ 换句话说ꎬ地方各级人大与全国人大都是人民初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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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５４ 年«宪法»颁布实施之初ꎬ“最高”也被认为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国家权力的统一性”ꎬ由此区别于实行三权分

立原则的国家的国家权力的可分性ꎮ 在国家公权力机构体系高度复杂化的今天ꎬ这层含义已经很弱化了ꎬ但 １９８２ 年

«宪法»仍延用了“最高”这个语汇ꎮ 参见楼邦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ꎬ载«科学通报»１９５４ 年第

８ 期ꎮ
吴家麟教授在评价 １９５４ 年宪法草案时指出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具有“至高无上性、独立性和无限

制性”这三个特点ꎬ其中ꎬ他所谓的“至高无上性”是指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机关享有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更高更大的

权力ꎬ他所谓“无限制性”是指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机关能够限制她的权力ꎮ 请注意ꎬ吴教授的论述都是在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相对关系的意义上展开的ꎮ 参见吴家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迎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ꎬ载«教学与研究»１９５４ 年第 ８ 期ꎮ



权的对象、拥有宪法直接承认的地位ꎮ􀃊􀁉􀁕 被定义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既

不是主权者ꎬ也没有垄断来自人民的初始授权ꎮ
第二ꎬ根据选举法的规定ꎬ全国人大由间接选举产生ꎮ 从机构建置的角度看ꎬ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产生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各层级权力机关的选举行为ꎬ这意味着国家权

力机关序列的建构ꎬ是由基层逐渐上升至中央的———“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实则“最
后”被创建ꎮ 反推过来就是ꎬ作为在法律上“建构”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下级人大ꎬ在
机构建置上是不能被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取消的ꎬ或者说«宪法»第 ５９ 条规定的全国人大

的产生方式是不可以被全国人大自身所改变的ꎬ这是形式逻辑所不允许的ꎮ 基于各级

人大的这种产生方式ꎬ蔡定剑教授曾进一步概括为ꎬ“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源是自下

而上的ꎬ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自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ꎮ􀃊􀁉􀁖 当然ꎬ这样一个更

激进的论点不是必需的ꎮ 我们可以将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并组成相应级别的人民代表

大会仅仅视作在“物理上”将宪法已明确规定的机构予以创建ꎬ从而与宪法的授权逻辑

剥离开———即全国人大在建置上依赖于下一级人大的特定行为ꎬ但是在权力来源上直

接与宪法产生联系———但如上文所述ꎬ这至多表明ꎬ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

获得了宪法的直接授权ꎬ也仍然没有排他性地拥有来自宪法的授权ꎮ 无论如何ꎬ地方各

级人大的创建与合法性是不依赖于全国人大的ꎮ “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平等的ꎬ都是

国家权力机关”ꎮ􀃊􀁉􀁗

(二)从民主集中制的“变形呈现”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

１９８２ 年«宪法»明确承认了“民主集中制”原则ꎬ这是与国家机构相关的宪法原则ꎬ
不能不与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关联ꎮ 根据«宪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ꎬ何华辉教授曾对此作经典评述ꎬ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

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ꎮ􀃊􀁉􀁘 但实际上ꎬ«宪法»第 ３ 条主要是处理若干最

重要的国家机构如何产生以及彼此间形成何种关系ꎬ正因如此ꎬ马岭教授主张ꎬ“作为国

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一种组织原则ꎬ而不是活动原则”ꎮ􀃊􀁉􀁙 在她看来ꎬ“组织原

则主要针对的是依据什么原则建构组织模式ꎬ包括建构多少个机关ꎬ怎样确定彼此之间

的关系ꎬ具有整体性、宏观性、框架性ꎻ而活动原则是机构建立之后怎么进行活动的原

则ꎬ是各机关内部的权力运行制度ꎬ是具体的、局部的ꎮ”􀃊􀁉􀁚马岭教授的看法颇有见地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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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作为创建政府的契约ꎬ其规范体现了人民的初始授权ꎬ拥有宪法上的直接地位的主体即可视作拥有人民的初始

授权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如特定主体将其宪法上所获权力授予其他主体ꎬ则不属于人民的初始授权ꎬ被授权者也不能

在此意义上主张与人民的直接联系ꎮ 典型如«宪法»第 ６７ 条规定ꎬ全国人大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授权ꎻ«立
法法»第 ９ 条规定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向国务院授权立法ꎮ
蔡定剑:«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ꎬ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１２￣１３ 页ꎮ
前引􀃊􀁉􀁖ꎬ蔡定剑书ꎬ第 １３ 页ꎮ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ꎬ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９２ 页ꎮ
马岭:«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ꎬ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马岭教授在此文开篇特

别强调ꎬ她探讨的是“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ꎬ而不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ꎮ
前引􀃊􀁉􀁙ꎬ马岭文ꎮ



也隐含了一点逻辑裂隙ꎬ因为当我们探讨不同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时的相互关系时ꎬ显
然就超越了“内部的权力运行”的范围ꎬ但仍然属于国家机关的“活动”而非“组织”ꎮ 本

文需要探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属性、范围以及由此具备的宪法地位ꎬ以便回答

“最高”是否为法律上之“无限”这一问题ꎬ那么ꎬ我们就需要阐明ꎬ在不同国家机构之相

互关系的意义上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否给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ꎮ 假设这一宪法原

则要求在组织上建构一种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最激进阶段的国民公会那样的“大会制政

府”(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体制ꎬ又在权力运行上要求所有执行机关、下级机关或

其他任何国家机关依附于它ꎬ􀃊􀁉􀁛那么«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大致就可以理解为无限制的

“自赋权力条款”了ꎮ 但本文认为ꎬ宪法给出了不同的答案ꎮ
第一ꎬ从国家机构的组织、产生上看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ꎬ民主集中制一直很稳定

地被理解为两个具体方面ꎬ其实质也反映在了«宪法»第 ３ 条第 ２、３ 款当中ꎬ即人民代表

机关都由选举产生ꎬ对人民负责ꎬ受人民监督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等都由人民代表机关产生ꎬ对它负责ꎬ受它监督ꎮ 可以看出ꎬ“人民代表机关”是组

织建置上的线索———这是在整体上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把握ꎬ而非将“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这个单一机关作为组织建置的原点ꎮ 如何华辉教授所说ꎬ“中央的人民代表

机关与地方的人民代表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所组成􀆺􀆺他们都是人民派遣到人民

代表机关的使者”ꎬ这一点被他称作民主集中制不同的具体化实行方式中“必需具备的

共同准则”ꎮ􀃊􀁊􀁒 刘松山教授也指出ꎬ“民主集中制适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ꎬ与适

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下各个具体的国家机关ꎬ是大有区别的”ꎮ􀃊􀁊􀁓 可见ꎬ宪法上的

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组织意义上是强调全部的国家机构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起点来进

行机构创设ꎬ而不是仅仅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起点ꎮ􀃊􀁊􀁔

第二ꎬ从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配比或权力关系来看ꎬ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内涵上

显得不太确定ꎮ 传统上看ꎬ“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组织建设经验的总结ꎮ􀃊􀁊􀁕

成为宪法所确认的执政党之后ꎬ民主集中制这种源发于、契合于党内组织与运作的原则

在多大程度上被当前宪法体制所接纳ꎬ不无疑问ꎮ 在谈到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时候ꎬ刘松

山教授曾指出ꎬ“在同一系统中ꎬ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民主制”ꎬ例如通过一人一票的

方式在特定党组织内就某个议题形成一个统一意见ꎮ 而集中则体现为已正式形成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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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Ｍ Ｊ Ｃ 维尔:«宪政与分权»ꎬ苏力译ꎬ三联书店 １９９７ 年版ꎬ第 １７５ 页ꎮ
何华辉教授的表述存在不一致之处ꎬ如体系化地理解他的观点ꎬ他实际上没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所有国家机关的

活动原则ꎬ但作为组织原则ꎬ他是明确同意的ꎮ 参见前引􀃊􀁉􀁘ꎬ何华辉书ꎬ第 ９４ 页ꎮ
刘松山:«运行中的宪法»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７０ 页ꎮ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之初ꎬ国内通行的宪法学说曾将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ꎬ对它负责ꎬ受
它监督ꎬ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全权性ꎬ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的一个重要区别”ꎬ这里

是将各级人大视作一个整体概念ꎬ绝不是单指全国人大的“全权性”ꎮ 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ꎬ群众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第 １８６ 页ꎮ
这一术语本身则最早由列宁提出、并在第三国际创建时的章程中成为正式概念ꎮ 后来ꎬ列宁又强调ꎬ凡加入共产国

际的党ꎬ都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的ꎮ 自此ꎬ凡是遵循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以此原则作为组织

原则ꎬ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ꎮ 参见前引􀃊􀁉􀁘ꎬ何华辉书ꎬ第 ９２ 页ꎮ



构统一意见必须得到执行ꎮ􀃊􀁊􀁖 也就是说ꎬ审议、议决的过程ꎬ在本质上是“民主”ꎬ不应误

认作“民主集中制”ꎬ“民主􀅰集中”这一对范畴的对应概念应当是“议决􀅰执行”ꎮ 他接

着指出ꎬ“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更多地是在不同系统中ꎮ 如果以层层间接选举的办法ꎬ民
主选出层层递进的上级党组织ꎬ再由这些上级党组织乃至这些党组织的内部机构去向

下级集中行使权力ꎬ这时候ꎬ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的主体和内涵ꎬ不仅存在相

当的距离ꎬ甚至有被割裂的可能􀆺􀆺这种情况很可能使得最终‘集中’的民主基础要打

折扣”ꎮ 刘松山教授的意思很明白ꎬ即权力集中于上级(乃至中央)机构时ꎬ很难说在不

同机构之间还有多少“民主”成分ꎮ􀃊􀁊􀁗 所以ꎬ最后他还是认为ꎬ“在不同系统中ꎬ民主集中

制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ꎬ民主与集中如何科学地结合ꎬ就容

易变得模糊不清、难以把握了”ꎮ􀃊􀁊􀁘 在党内不同层级之间、不同组织之间尚且如此ꎬ那么

在机构定位与职权相对而言更法定化、明确化的国家机关方面ꎬ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否能

提供明确的规范要求ꎬ就更成问题了ꎮ 可以说ꎬ普遍的共识是ꎬ就人大系统而言ꎬ上下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ꎬ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

系ꎬ所以ꎬ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那种“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不同的ꎮ 彭真同

志当年就对此问题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ꎬ他说ꎬ“有些问题的确不能领导ꎬ地方人大要审

查、批准地方的经济计划、预算、决算ꎬ上级人大常委会怎么领导? 选举地方人大常委

会、地方政府ꎬ我们怎么领导?”正所谓“一语道破天机”ꎬ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机

构建置上得以具体呈现之后ꎬ不同类型、不同序列中的国家机关ꎬ已经依法获授予不同

职权ꎬ须以特定的程序、方式各自履职ꎬ并须依宪、依法与其他机关进行互动ꎮ 本文认

为ꎬ党内活动存在“更为灵活地集中行使权力”的现象ꎬ本质上源于党的各类组织、机构

之间更高的同质性ꎬ更源于党在整体上便宜行使领导权的需要ꎬ这与不同国家机构之间

差异化的人员构成、法定化的职能职责以及相应的活动方式是缺乏可比性的ꎮ 无论从

«宪法»第 ３ 章有关各国家机构的具体条文的规范要求来看ꎬ还是从各国家机构的客观

功能的视角作反思ꎬ都使得我们不能将«宪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的“民主集中制”演绎为要

求国家公权力被某一个机关“集中行使”ꎬ认识到这一点ꎬ也就必然为判断何为“应当由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设定了某种底线标准ꎮ
由以上论述可知ꎬ不论从主权者———人民———的初始授权逻辑来看ꎬ还是从宪法上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非典型实现方式来看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都必然会在法律上遭

遇权力边界ꎮ 我们可以获得两个原理性的陈述ꎬ均可提供一种否定式的标准ꎬ用以解读

«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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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松山:«党内民主集中制在人民民主中的运用»ꎬ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当然ꎬ刘松山对此情形表达了同情的理解ꎬ认为有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ꎬ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中ꎬ必须使集

中占主导地位ꎬ即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ꎬ或者ꎬ“‘集中’的主体行使权力的时候可以

􀆺􀆺更多地采取各种民主化(或者说是认真地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办法ꎬ以弥补被削弱了的民主基础”ꎮ 很明显ꎬ这
是在为“集中”作辩护的同时ꎬ也坦然放弃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必要平衡ꎮ 参见前引􀃊􀁊􀁓ꎬ刘松山书ꎬ第 ６１ 页ꎮ
前引􀃊􀁊􀁖ꎬ刘松山文ꎮ



其一ꎬ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是接受主权者初始授权的系列机关之一ꎬ因此ꎬ它
没有垄断主权者的全部授权ꎬ进而ꎬ其不能主张宪制框架内的全部权力ꎬ更不能主张无

限权力ꎻ
其二ꎬ因为宪法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承认任何特定国家机构可集中行使其他机

构之宪定职权ꎬ因此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依凭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身份而行

使无限权力ꎮ
立足规范宪法的立场ꎬ由上述两项标准可知ꎬ对于全国人大的各种行为ꎬ不能不加

以甄别、评价ꎮ 必须拒绝那种“基于承认其无限权力”而自动承认其合宪性或干脆取消

合宪性之追问的立场ꎮ 当然ꎬ我们的探讨不能止于此:更为常见的情形是ꎬ全国人大并

非抽象地主张某种“全权地位”ꎬ而是具体地作出了一个公法行为ꎬ此时ꎬ如果该行为的

作出无法归入«宪法»第 ６２ 条前 １５ 项或其他条文的具体类型化授权之列ꎬ是否可以纳

入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之兜底条文的规范含义之内? 从理论上讲ꎬ这需要进一步借助某种

“肯定式的规范命题”来作处理ꎬ即哪些权力是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ꎮ

三、从权力监督原则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界限

“任何公权力机关都必须受到监督”是一条普适原理ꎮ 在我国ꎬ理论界通常将其表

述为“权力监督原则”ꎮ «宪法»第 ６２ 条前 １５ 项以及第 ６３、６４ 条等个别条款罗列了全国

人大享有的具体职权ꎬ包括若干典型的起到监督效果的权力ꎬ如“监督宪法的实施”“改
变或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罢免由其选举的相关人员等ꎮ
更重要的是ꎬ«宪法»第 ３ 条总括性地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都向各自级别的人大“负责”、受其监督ꎮ 因此可以认为ꎬ“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行使的其他职权”应当可包括一些起到监督作用的具体权力ꎬ从而与其特定地位以及宪

法总纲部分的原则性规定形成呼应ꎮ 简而言之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扮演某种“监督

者”角色ꎮ
在我国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居于优势地位ꎬ可监督其他国家机关ꎬ但不受后者监督ꎮ

这是我国权力监督原则的特点ꎮ 但与此同时ꎬ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分权体制相对照ꎬ也
可发现彼此间享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共识:(１)从功能或效率方面ꎬ现代社会普遍承认ꎬ存
在几种属性不同的政府职能ꎬ应当分别交由不同的机构或人员去行使ꎬ以期达成良善治

理ꎻ􀃊􀁊􀁙(２)从免于专制的价值目标出发ꎬ现代社会普遍承认ꎬ需要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ꎬ
因此需要在行使权力的机构与人员上作出必要的区分ꎻ􀃊􀁊􀁚(３)基于人民主权原则ꎬ权力

的分工并不是对主权的分割(根据定义ꎬ主权是不可分的)ꎬ而恰恰是主权在公法层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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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指出ꎬ分权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ꎬ是以社会学的方法所得出的关于任何政府都必须包含的若干“职能”的规律性

的认识ꎬ进而要求每种职能单独委托给恰当的政府部门ꎮ 参见前引􀃊􀁉􀁛ꎬ维尔书ꎬ第 １５ 页ꎮ
卡尔􀅰罗文斯坦将现代国家的政体分为立宪民主与独裁两种ꎬ凡政治权力的行使是集中在单一权力持有者手中ꎬ即
为独裁ꎮ 参见[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ꎬ王锴、姚凤梅译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９ 页ꎮ



以实现的必要方式􀃊􀁊􀁛———对“分工”的需求与当代“主权”观念的一般要求并无矛盾ꎮ 我

国现行宪法所确认的不是“议行合一”政体ꎮ 尽管有人曾说过人民的政权要议行合一ꎬ
但“实践证明这不利于人民的政权发挥作用ꎬ其实践结果是行政权取代了立法权􀆺􀆺这

就是我国过去的实践”ꎮ􀃊􀁋􀁒 因此ꎬ权力分工是经过 １９８２ 年的“全面修改”之后的现行宪

法所奉行的基本原则之一ꎬ􀃊􀁋􀁓而权力监督须依托于权力分工方能实现ꎬ所以ꎬ监督权行使

的某种内在界限能够从权力分工原则之中推导出来ꎮ 本文认为ꎬ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扮演监督者角色之时ꎬ其界限在于ꎬ尊重被监督机关依据宪法、法律而享有的专门权力ꎮ
监督其他机关行使其法定职权ꎬ关键是从旁查看、督促、给予压力ꎬ而不是包办代替ꎬ不
能否定后者行使其职权的完整性、独立性ꎬ不能导致代替其行使该职权、或彻底剥夺其

职权的效果ꎮ 如打破这一界限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会异化为“大会制”ꎬ其恶果已经被

中外历史无数次地证明ꎮ􀃊􀁋􀁔

那么ꎬ如何确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界限? 或者可以反向提问ꎬ被监督

的国家机构的核心职权是什么ꎬ以至于若削弱了其核心职权ꎬ即属于“越位监督”ꎬ从而

违反了权力监督原则? 为了更加严谨地作分析ꎬ此处以人民代表大会与审判机关的关

系为例作一定的展开ꎮ
第一ꎬ作为获人民授权以建构公权力体系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而言ꎬ必须将特定的

专门权力完整、完全地授予相应的国家机关ꎮ «宪法»第 １２８ 条规定ꎬ人民法院是国家审

判机关ꎻ根据«宪法»第 １２９ 条第 １ 款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２ 条第 １ 款ꎬ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审判权归属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等在内的国家审判机关ꎻ«宪法»第 １３１ 条进一步

确认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ꎮ 从权力分工的角度讲ꎬ审判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

类型已经被宪法、法律所确认ꎬ当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产生同级审判机关的时候ꎬ审
判权就被完全地授予了后者ꎬ而不再由前者所保有ꎮ 实际上ꎬ对审判权等明确、具体的

公权力类型而言ꎬ国家权力机关充当了人民与相应的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制度化的授权

管道ꎬ这一管道当然不能把相关权力据为己有ꎮ 将«宪法»第 ２ 条第 ２ 款所规定的“人民

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第 １２８、
１２９ 条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２ 条放在一起作体系化地理解ꎬ可知ꎬ直到审判权经由

法定程序由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授予各级人民法院时ꎬ国家权力的配置过程才算具体地

完成了ꎮ 简而言之ꎬ国家权力机关必须依照宪法的要求完成这一过程ꎬ并且在宪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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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洛克林指出ꎬ主权者的意志(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只能由特定的国家机构来展现ꎬ因此公法体系本身就是主权

关系的一种表达(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ｉｓ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ꎮ 他亦指出ꎬ在这一体系中ꎬ分权制衡起到了

巩固、而不是限制主权的作用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ｏｕｇｈｌｉｎꎬ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８５￣８７.
前引􀃊􀁉􀁖ꎬ蔡定剑书ꎬ第 １０ 页ꎮ
参见钱坤、张翔:«从议行合一到合理分工: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历史解释»ꎬ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

第 １ 期ꎮ
托马斯􀅰杰斐逊在 １７８０ 年代评价弗吉尼亚州宪法的缺陷时ꎬ就曾经对立法机关打破权力界限ꎬ攫取属于其他部门的

权力的弊端大加挞伐ꎬ他说ꎬ“政府的全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归结到立法机关ꎮ 把这些权力集中在同一些人

手里正是专制统治的真谛ꎮ”参见[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ꎬ朱曾汶译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ꎬ第 ２３９ 页ꎮ



存续期间ꎬ不得收回这些权力ꎮ
第二ꎬ既然审判权已作完整、完全的授予ꎬ则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的

方式和效果必须不剥夺、不架空后者的独立审判权ꎬ不能损及这一权力的核心部分ꎮ 最

直观的一点就是ꎬ不能以监督的名义代替审判机关就具体的法律争议作出影响相关当

事人权利义务的决定ꎮ 例如ꎬ«美国联邦宪法»第 １ 条第 ９ 款第 ３ 句规定ꎬ国会不得通过

褫夺公民权利的法案ꎮ􀃊􀁋􀁕 原因很简单ꎬ涉及具体当事人的个人权利的减损、剥夺ꎬ必须由

司法机关经由必要的正当程序而作出决定(判决)ꎬ而不是由代议机关越俎代庖ꎮ 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布朗案”􀃊􀁋􀁖中曾指出ꎬ“禁止褫夺公权条款”不止是作为一种

狭义的、技术性的(对国会权力的)禁止ꎬ而毋宁是在践行分权原则ꎬ是防止立法机关行

使司法职能———即大会审判———的安全阀ꎮ􀃊􀁋􀁗 基于同样的道理ꎬ我国的宪法体制与权力

分工安排不会允许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僭越行使审判职能或干扰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ꎮ
前些年ꎬ在«监督法»的酝酿、起草期间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ꎮ
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ꎬ基于宪法上的原则性授权ꎬ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对如何监督法

院、检察院的工作有所探索ꎬ其中“个案监督”这种做法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议ꎬ是否立

法予以正式确认ꎬ当时存在意见分歧ꎮ 人大的个案监督看似提升了人大的权威ꎬ但被指

责为使得“司法权的专属性受到破坏ꎬ审判机关解决纠纷的终局性受到破坏􀆺􀆺不符合

权力分工ꎬ不符合权力架构”ꎮ􀃊􀁋􀁘 陈斯喜也指出ꎬ人大监督司法的界限就是“不能干预、
更不能代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ꎬ不能干预具体案件ꎮ 尽管人大监

督会涉及个案ꎬ但不能以纠正个案为目的ꎬ而是为了发现司法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ꎬ错
案仍应启动既有的纠错机制来处理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原本在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就提交初次

审议的«监督法»(草案)ꎬ到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的“草案三次审议稿”时ꎬ终于“作了较大修

改”ꎬ对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向人大常委会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即“个案监督”问
题)“不作规定”ꎬ􀃊􀁋􀁚于是就有了后来正式通过的«监督法»文本在“个案监督”这一具体

监督形式上的“沉默”ꎬ也使得有关争议终于告一段落ꎮ 可以说ꎬ随着«监督法»的制定

与实施ꎬ人大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ꎬ“行使监督权既不能失职、也不能越

权”的总原则在制度层面得到了进一步巩固ꎮ
第三ꎬ与上述要求相得益彰的就应该是ꎬ国家权力机关对监督权的行使应当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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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ｂｉｌｌ ｏｆ ａｔｔａｉｎｄｅｒ...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ｐａｓｓｅｄ.’ Ｓｅｃ.９ Ａｒｔ.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Ｂｒｏｗｎꎬ ３８１ Ｕ.Ｓ. ４３７ (１９６５) .
Ｉｄ.ꎬ ４４２.
刘顺道:«个案监督不宜实行»ꎬ载«学术界»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陈斯喜:«冲突与平衡: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ꎬ载«人民司法»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修改

情况的汇报»ꎬ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提交审议ꎮ 载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ｚｔ / ２００６￣１１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５４２３１.ｈｔｍ ꎬ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ꎮ 尽管«监督法»最
终把调整范围限定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ꎬ但立法过程所反映的对人大监督的性质与界限的理解与认识ꎬ
仍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普遍意义ꎮ



“监督”的本义ꎬ应当与自身的人员构成、能力与工作方式相匹配ꎬ从而避免进行不专业

地、低效率地、非建设性地监督ꎮ 国家权力机关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ꎬ应该代表人民去

知悉和评价审判机关的整体工作情况ꎮ 例如ꎬ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也有可能不通过)
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就是最典型的监督方式ꎬ也是人民法院最典型、最首要的“负责”方
式ꎮ 再比如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质询程序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就审判机

关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作出答复ꎬ并可以经由会议形式对其答复予以研究、审议、提出

意见甚至要求再答复(«监督法»第 ３６、３７ 条)ꎬ这同样符合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员构成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且长于审议(尤其是常委会)的特点ꎮ 在“责任制政府”的母国英国ꎬ
“大臣们最重要的职责其实就是使议会了解情况ꎬ并且不得通过提供不实或不完整的信

息误导议会”ꎮ􀃊􀁋􀁛 作为内设于议会的专司监督政府职能的特别委员会 (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其法定的正式权力其实非常有限ꎬ主要是获取信息、任命专家顾问和发布

(包含建议的)报告ꎬ并且任何一项权力都不构成对政府部门的强制力ꎬ但实际上却发挥

了“政治预警系统”的作用ꎬ影响力不可低估ꎮ􀃊􀁌􀁒 所谓“负责”或“问责”ꎬ其本义也在于

此ꎬ而不是容许代议机关任意指挥或直接干涉执行机关ꎮ 由此可见ꎬ关于代议机关(或
代表机关)适合做什么ꎬ是有些客观规律可循的ꎮ 如果其抛开自身优长ꎬ而试图去从事

非常专业化、技术化、日常化以及要求高效率、高执行力的工作ꎬ就会由于背离机构本身

的优势而造成事倍功半乃至南辕北辙的效果ꎬ这显然不是宪法所期望和允许的ꎮ
管窥见豹ꎮ 上述为全国人大监督审判机关划定界限的原理ꎬ对于分析其他的“监督

与被监督”关系ꎬ同样有启发意义ꎮ 事实上ꎬ韩大元教授在论及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界

限时ꎬ就提出了很相近的标准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说ꎬ“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

其他职权”可以包括对其他公权力机关的监督权或称之为“具有监督效果的权力”ꎮ 这

些权力及其具体行使方式ꎬ应当符合“监督”的本义———获知信息、诉诸公论、形成压力ꎬ
应当符合作为普遍宪政原理的分权原则或分工原则ꎬ不取代、不取消被监督者ꎬ也不破

坏被监督者的法定职权的完整性、独立性ꎮ

四、从“行动能力”的视角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适当职能”

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机关在事实上适合于履行何种职能ꎬ从而有资格要求获授

予某种相应的“法定权力”ꎬ是一个必须基于对该机构之行动能力的客观评估之上的判

断ꎮ 有时ꎬ这种判断会与宪法、法律的“文本表述”不尽一致ꎬ因为制宪者或立法者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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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Ａ.Ｗ.布拉德利、Ｋ.Ｄ.尤因:«宪法与行政法»ꎬ程洁译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２２９ 页ꎮ
参见秦前红、王宇欢:«有限授权与有效监督———试论英国特别委员会的监督权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ꎬ载«湖南社

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韩大元教授提出ꎬ人大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界限包括一般界限———集体性、谦抑性、原则性———与特别界限———限

于合法性监督ꎮ 参见韩大元:«地方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合理界限»ꎬ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另

可参见杨克勤:«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检查工作发展新路径»ꎬ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有可能基于各种原因———意识形态的、权宜妥协的、或偶然的因素———而授予某个机关

一种与其并不匹配的权力ꎮ 从形式上ꎬ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授权的“合法律性”ꎬ但实际情

况可能是ꎬ该项职权或者长期不被行使ꎬ或者因应现实需要而以某种改造过的方式被行

使ꎬ或者逐渐转而由其他“更为适合的机关”行使ꎬ从而“偏离”了法律文本对于职权配

置的最初设计ꎮ 近现代法律史上最经典的案例之一ꎬ就是«法国民法典»曾明确规定禁

止法官对条文作解释ꎬ而将该“解释权”交由立法机关保有———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

当时“欧陆式三权分立”“立法实证主义”和对旧制度下司法机关的强烈不信任等流行

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思潮ꎬ却并不符合司法过程的固有规律与需要ꎬ以至于后来的

法律实践令这一构设于法律文本上的“立法解释制度”形同虚设ꎬ而法官在事实上对法

律条文却进行着大量的、日常性的、无可避免的“司法解释”ꎮ􀃊􀁌􀁔

概括而言ꎬ一个特定的机关ꎬ因其自身构成、活动方式、专业训练以及该机关之历史

渊源、社会威望等要素综合而成的行动能力ꎬ将决定其相对更适合履行某些职能而不太

适合履行其他职能ꎮ􀃊􀁌􀁕 国家机关的这种“职能安排”与“行动能力”之间的匹配性ꎬ是一

种源于事务之本质属性、固有规律或客观界限的要求ꎬ在更深层次上是对“基于意志论

的立法者万能主义”的否定ꎮ 拉伦茨曾表示ꎬ就法律的客观目的论解释而言ꎬ其标准可

来自被法律所规整之事务领域的结构ꎬ也就是“连立法者也不能改变之实际的既存状

态”ꎬ“之所以要求应依此解释ꎬ因为法律应该以追求适合事理的规整为目标”ꎮ􀃊􀁌􀁖 黑塞

教授指出ꎬ“当功能与机关的构造客观上彼此联系ꎬ那么这便意味着:当某机关的结构与

由它所行使的基本功能之间不适配时ꎬ这样的功能行使与分配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ꎮ􀃊􀁌􀁗

５１１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

􀃊􀁌􀁕

􀃊􀁌􀁖
􀃊􀁌􀁗

法国从大革命期间直到民法典通过之后ꎬ经历了三种处理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的模式ꎬ即ꎬ从提请立法机关

解释、演变为提请附属于立法机关的专门机构解释、再演变为设立最高法院(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ｔｉｏｎ)负责法律解释ꎬ实际

上承认了专属于司法过程的法律解释之客观需要ꎬ也承认了这一权力ꎮ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ｒｒｙｍａｎꎬ Ｒｏｇｅｌｉｏ Ｐｅｒｅｚ￣
Ｐｅｒｄｏｍｏꎬ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４１￣４２.
德国宪法学上有“功能最适”理论ꎬ试图为界分立法机关与宪法法院之权限而提出可操作的标准ꎬ其理论要旨在于ꎬ
国家功能应该依照“就系争事务领域的特性而言ꎬ哪个国家机关根据其组织结构、权限行使方式以及决策程序ꎬ最有

资格、最适合、并且最可望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样的基本原则来进行分配ꎬ以此为出发点作具体化ꎬ即可得出在对特

定立法作合宪性审查时ꎬ宪法法院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尊重立法机关表现于立法之中的政策决定ꎮ 本文认为ꎬ将特定

国家机关的权力与其组织结构、履职方式、决策程序等“机构特征”相联系ꎬ与本文聚焦于“行动能力”之分析ꎬ有类似

之处ꎬ不过必须指出:第一ꎬ功能最适理论仅就违宪审查中宪法法院的审查强度而立论ꎬ试图以新颖进路处理立法机

关在宪法框架内之立法形成空间与违宪审查机关在个案中作合宪性判断之间孰轻孰重的老问题ꎬ而本文欲处理的

宪法对全国人大之兜底授权并不是关于立法权或法律之违宪审查问题ꎬ因此ꎬ问题背景的差异弱化了相关域外理论

的可类比性ꎻ第二ꎬ功能最适理论提出以来ꎬ并未形成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来判断“何以最适”ꎬ以至于违宪审查的分析

框架仍然主要维持在为人熟知的“审查密度三阶理论”ꎬ因此ꎬ这一理论可谓提出了好问题ꎬ但尚未交出好答案ꎮ 参

见黄舒芃:«“功能最适”原则下司法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区分———德国功能法论述取向之问题与解套»ꎬ载台湾

«政大法学评论»第九十一期ꎮ 此外ꎬ张翔教授在论述我国宪法解释模式时使用了“功能适当原则”ꎬ指出“宪法确立

的国家各个机关之间的‘功能秩序’ꎬ是宪法解释机关所不能破坏的基本宪政秩序”ꎬ由此“‘功能适当原则’实际上

是对宪法解释权的一项限制”ꎮ 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６５ 页ꎮ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ꎬ陈爱娥译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ꎬ第 ２１１ 页ꎮ
[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ꎬ李辉译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年版ꎬ第 ３８３ 页ꎮ



也就是说ꎬ作为一套具体宪制的设计者ꎬ立宪者或立法者对于机构职能之设置以及相应

权力之授予ꎬ并非没有事理上或客观上的界限ꎮ 在面对什么是“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行使的权力”这类问题时ꎬ通过探知上述“界限”ꎬ能合理地形成对于特定机关之适当

职权的认知ꎮ􀃊􀁌􀁘

这一思路与宪法解释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是相符的ꎮ 对于«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这

样的兜底式、空白支票式的授权ꎬ作为首要解释方法的文义解释的作用极为有限ꎬ其必

须暂时让位于其他解释方法ꎬ并确保相关解释方案不超出文本的最大可能的含义射程

而已ꎮ 如上所述ꎬ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ꎬ实际上就是落脚于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行

动能力的把握:可以认为ꎬ从立宪目的上讲ꎬ立宪者不会追求一种无效率、不可行的权力

配置ꎬ因此ꎬ依据给定的行动能力ꎬ可以推导出该机构“应当行使的职权”ꎮ􀃊􀁌􀁙 在这个意

义上ꎬ机构行动能力是一种规范上的特征ꎬ是决定该机构可以行使何种权力的标准或源

泉ꎬ因为“空白支票式”的宪法条文没有提供具体的授权标准ꎬ隐含着巨大风险ꎮ 如果宪

法条文对特定机构作出了明确授权ꎬ那么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可视作宪法实施的实然

与应然之间的差距ꎬ是制度建设落后于规范要求的一种表现ꎮ 然而ꎬ«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不是这种类型的规范:既然具体职权的内容尚不可知ꎬ那么机构能力应该做何种相

应的“建设、配备”也就无从谈起ꎮ 作为一个法律解释问题ꎬ应当先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的行动能力作一定的认识ꎬ才能够合理地把握其“应有职权”ꎮ
作者认为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行动能力ꎬ由此

不难获得有关“适当职能”以及“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等问题的答案ꎮ
(一)非常设机关

在当代中国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非常设机关”ꎮ 理论界或实务界一般不会以

“非常设机关”这个术语来指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ꎬ但«宪法»第 ５７ 条的表述方式已经

清晰展现了这一点———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ꎬ那么“它”本身就不会

是常设机关ꎮ 宪法学界的传统观点是将常委会与大会视作一体ꎬ１９８２ 年«宪法»修改的

重点和亮点之一是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ꎬ这被广泛认为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有力举措ꎮ􀃊􀁌􀁚 越是增强常委会的行动能力ꎬ就越是展现了大会的权威ꎬ也越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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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翔教授新近提出ꎬ作为一项规范的功能适当原则ꎬ一方面可充当配置国家任务的依据ꎬ另一方面可基于既定的权

力配置而对相应机关的“组织、结构、程序、人员”的调整给出指引ꎮ 参见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
以德国法为中心»ꎬ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Ａｈａｒｏｎ Ｂａｒａｋ 教授指出ꎬ对宪法作客观的目的解释ꎬ会假定一个理性的制宪者ꎬ然后设想其会怎样处理有关抽象条款

所涵盖的事项ꎮ Ｓｅｅ Ａｈａｒｏｎ Ｂａｒａｋꎬ 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ｗ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３７７.
根据许崇德教授的研究ꎬ１９８２ 年修宪过程中ꎬ关于如何发挥各级人大的应有作用、提升权威ꎬ有不少建议ꎬ但最后采

纳的路径仍是扩大常委会职权、发挥常委会的作用ꎮ 他指出ꎬ“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ꎬ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ꎬ常委会便于开展活动ꎬ这样就“达到使全国人大成为真正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的目的”ꎮ 参见许崇德:«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ꎬ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５１２ 页ꎮ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ꎮ􀃊􀁌􀁛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ꎬ大会理所当然地是“非常设”的ꎬ其机

构性、日常性、行动性的一面ꎬ由常委会来承载和体现ꎮ 过去 ３０ 多年来ꎬ八二宪制的发

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体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机构建设、
人员配置、内部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长足进步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职权行使的常态

化、活跃化ꎬ乃至一定程度的扩权ꎮ􀃊􀁍􀁒 就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与界分来

看ꎬ如今宪法实践对宪法文本的偏离已经有目共睹ꎬ这引发了一些争论和反思ꎮ 但即便

是呼吁恪守宪法文本界限、尊重大会权威的主张ꎬ也仍然以大会作为“非常设机关”的性

质定位为基础ꎮ􀃊􀁍􀁓 由此可知ꎬ不仅在实践中ꎬ即便在规范意义上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

是常设机关ꎮ􀃊􀁍􀁔

本文认为ꎬ“非常设机关”这样一种规范定位所引发的机构行动能力方面的后果是

非常深刻而全面的:(１)非常设机关意味着ꎬ该“宪法主体”不得演变为“常设机关”ꎬ否
则ꎬ就会出现“两院制”———不论两院制是否在政治上见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ꎬ其
作为一种制度选项已经在 １９８２ 年被否决了ꎻ􀃊􀁍􀁕(２)非常设机关仅为“特定时空之代表聚

集”(开会)ꎬ其缺乏恒常的自主意识ꎬ因而缺乏行动能力ꎮ 根据宪法与相关组织法以及

行之多年的惯例ꎬ非常设机关依赖于其他机关的组织、安排、协调、保障ꎬ才能在事实上

履职ꎬ这使得该“机关”内部事实上结构松散ꎬ甚至不宜称其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机关”ꎬ
无法形成“自我意识”ꎬ难以形成主动行使权力、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动力ꎬ这决定性地制

约了其行动能力ꎻ(３)非常设机关的定位固化了“非专职主义”的代表制度与代表观ꎬ阻
碍了人大代表履职能力的积累、传承与提升ꎬ因而也阻碍了全国人大的整体行动能力的

提升ꎮ 我国的人大代表近似于“微缩型代表”ꎬ即代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被代表者保

持一致或相似ꎬ􀃊􀁍􀁖换句话说ꎬ在理想中ꎬ作为个体的人大代表与典型的选民(公民)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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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彭真在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

告»ꎮ 载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ｘｚｌ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２０００￣１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０１３０２.ｈｔｍꎬ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ꎮ
参见前引①ꎬ韩大元文ꎮ
韩大元教授不同意传统的“一体说”ꎬ认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之下的两个机关ꎬ各自权限应以宪法文

本规定为最终标准ꎮ 面对全国人大实践中权力弱化的现状ꎬ他主张“寻求完善人大制度的对策”ꎬ但他仍然坚持八二

宪制之下的代议制为“一院制”ꎮ 参见前引①ꎬ韩大元文ꎮ
«宪法»第 ６２ 条的授权对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ꎬ而对于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ꎬ无论宪法还是有关组织法ꎬ都有

专门的、明确的授权ꎬ因此ꎬ必须把全国人大与专门委员会分开讨论ꎮ 尽管通说认为ꎬ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

“组成部分”ꎬ专委会的工作方式、人员构成也具备相当的“常设性”ꎬ但这仍然不会否认全国人大本身的“非常设

性”ꎮ
参见前引􀃊􀁌􀁚ꎬ许崇德书ꎬ第 ３５７ 页ꎻ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１４３５ 页ꎮ
有关“微缩型代表”的概念ꎬ参见彭 :«代表制:基础理论与英国故事»ꎬ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辑ꎮ



差别的ꎬ各级人大就像“各地人口样本之集合”ꎬ􀃊􀁍􀁗而不会也不允许逐渐演变成某种职业

身份(从政者)ꎬ在这种理念指导下ꎬ人大代表被认为应当拥有其本职ꎬ而非将担任代表

作为其职业ꎬ这可称为“非专职主义的代表观”ꎮ 全国人大的非常设机关之定位ꎬ容许、
鼓励、乃至要求这种代表观􀃊􀁍􀁘———若一位人大代表在除开极其短暂的会期之外的每年大

部分时间都没有从事一份体现其“劳动者之本色”的职业ꎬ就会显得与整个体制格格不

入———因此ꎬ非专职人大代表的普遍存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当前的结构性特征之

一ꎬ那些对人大代表履职能力不断提升的“殷切期望”———除了个别“典型”之外———不

仅不切实际ꎬ更是与宪法暗存抵牾ꎮ􀃊􀁍􀁙 一言以蔽之ꎬ如能够领悟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作为“非常设机关”的定位ꎬ便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会议少、会期短、议程紧、实质审议不

足等等人大制度运行中的所谓“现实困境”ꎮ 从某种程度上讲ꎬ这些困境是八二宪制之

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无可避免的命运ꎮ􀃊􀁍􀁚

(二)政治象征

在当代中国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象征价值”ꎬ即ꎬ通过它

的运作ꎬ可使得有关国家机关、政策或特定事项获得在宪法秩序内最高程度的正当性支

持ꎮ 例如ꎬ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如获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通过ꎬ则意味着前

者的年度工作是合格的ꎮ 尽管在会议议程一如既往的紧凑、实质审议付之阙如的现状

下ꎬ诸如“听取、审议并通过工作报告”的权力在外观上显得被动、逼仄、略显仪式化ꎬ但
本文认为ꎬ“仪式的力量”决不应被低估ꎮ 不仅如此ꎬ相对于全国人大具有的崇高宪法地

位ꎬ其极为短暂的会期更显珍贵ꎬ这无疑凸显了更大“政治象征价值”——— 一年一度的

全国“两会”几乎成为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年度秀场”ꎬ与人大会议议程相关的议题以

及有关国家机关、政府官员无不如赶考一般地积极面对ꎬ他们不愿也不敢错失这一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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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在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宪法修改草案的情况时曾指出ꎬ“由于全国人大

代表人数较多ꎬ不便经常进行工作、行使职权ꎬ曾经设想减少人数ꎮ 但是ꎬ我国国大人多ꎬ有五十多个民族ꎬ两千多个

县ꎬ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地方、各方面、各政党在全国人大中都需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ꎬ人数少了不行”ꎬ这反

映了宪法修改机构以及各方面对于代表属性的理解ꎮ 参见彭真在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上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ꎮ 载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ｘｚｌ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２０００￣
１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０１３０２.ｈｔｍ ꎬ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ꎮ
所谓“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或“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提法ꎬ在我国人大制度语境下有特定的政治意涵ꎬ其预设了一

种来自基层劳动者群体之中的、不脱离劳动实践与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形象”ꎬ与“非专职主义代表观”高度契合ꎮ 近

年来ꎬ对这类人大代表有了更多的媒体关注ꎮ 可参见«来自基层的“民声”———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一线

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 记者会»ꎬ载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ｄｂｄｈｈｙ / １２ ＿ １ / ２０１３￣０３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７７６７７０.ｈｔｍꎬ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ꎻ«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基层、服务基层、改变基层»ꎬ载腾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７０３１０ / ０２９９３０.ｈｔｍꎬ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ꎮ
有关人大代表专职化所面临的障碍、困境、甚至风险ꎬ已多有论述ꎬ包括来自人大系统内工作人员的观察ꎮ 参见张瑞

存:«我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未来发展»ꎬ载«理论与改革»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ꎻ钱威:«就人大代表专职化问

题的反思»ꎬ载«人大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ꎻ周丽:«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把双刃剑»ꎬ载«人大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ꎻ王泽春:«人大代表专职化困境与出路探究»ꎬ载«人大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ꎮ
秦前红教授曾指出ꎬ“从制度设计合理性的角度”解决全国人大代表规模庞大、议事不灵、成本过高的问题ꎬ要么虚化

其职能ꎬ要么延长其会期、甚至改造为一个常设机构ꎬ但这些思路“在我国国情和制度背景下都不可行”ꎮ 参见秦前

红:«从四个方面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ꎬ载«检察日报»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第 ５ 版ꎮ



“政治绩点”的机会ꎮ 这说明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现行宪法体制下的功能ꎬ主要在于为

相关的公权力机关、全局性的政策、特定的事项或决定供给“政治正当性”ꎬ􀃊􀁍􀁛而非主动、
积极、具体深入地设计、谋划、反复磋商相关政策ꎮ 它的地位是重要的ꎬ但其运作方式是

被动的ꎻ它需要处理的议程事项虽多ꎬ但相关内容通常已经是接近完备、成熟的ꎻ它所作

的决定在法律上是终局的ꎬ因此是权威的ꎬ但并不常有ꎬ且数量稀少ꎮ 这就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特征ꎬ它因此也只能具备与之相应的行动能力ꎮ 基于此ꎬ宪法会交付怎样的

职权予这样的机关ꎬ也就有迹可循了ꎮ
本文认为ꎬ应当由最高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ꎬ是符合如下特征的权力:(１)所涉职能

或议题具有全局重要性ꎬ需要“政治背书”ꎬ但相对而言不具有日常性、紧迫性———典型

如对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的审议与批准ꎻ(２)在相关法律程序中所处理的事项的

主体内容、政策或决定已接近成熟ꎬ基本无需更多实质性的审议ꎬ但相对而言更需要程

序上的正式完结和确认———典型如«立法法»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对于基本法律审议权的部

分移转ꎻ(３)所涉职能或议题在性质上、技术上需要与其他机关或主体的权力、程序、行
为相配合ꎬ或者尤其需要经由后者启动而行使ꎬ无需主动行使ꎮ

事实上ꎬ即便以上述标准观察宪法上一系列文义明确的授权条款在“实践中的实现

形式”ꎬ也会发现大致与此原理吻合ꎮ 以立法权为例ꎬ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基本

法律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则仅能在大会闭会期间对此类法律进行不抵触基本原则的补充

和修改ꎮ 与 １９８２ 年«宪法»在同一次人大会议上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中ꎬ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的规定(主要是第 ９、１０、１１、１２ 条)稍有具体化ꎬ但仍与宪法条

款保持高度一致ꎮ 与此不同ꎬ２０ 年后通过的«立法法»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向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ꎬ可以在大会闭会时先行向常委会提出、并作审议ꎬ而后在大

会开会时再列入议程予以审议ꎮ􀃊􀁎􀁒 遵照此种“制定程序”的立法有不少ꎬ􀃊􀁎􀁓最近的一例ꎬ
便是 ２０１７ 年由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ꎮ 这一部当仁不让的“民事

基本法律”ꎬ先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ꎬ到了基本成熟、只待付诸表决通过的环节ꎬ再
“依法”提交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ꎮ 在理论上ꎬ很容易让人提出这样的疑问ꎬ即«立法

法»是否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 是改变了还是“具体地形成了” «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３ 项当中“制定􀆺􀆺基本法律”的含义? “制定法律的权力”容许其他机关先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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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ꎬ全国人大的广泛代表性应当体现在“它的政治职能”上ꎬ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体
现人民当家作主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ꎮ 这里的“政治职能”与本文提出的“政治象征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参见

章乘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ꎬ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ꎮ
«立法法»在 ２０００ 年通过时ꎬ这一规定位于第 １４ 条ꎬ仅 １ 款ꎬ内容上与 ２０１５ 年修订之后的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保持一致ꎮ
至于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明显突破了立法权界限、行使了本应由全国人大行使的权力的例子则有:２００７ 年ꎬ全国

人大常委会修改«律师法»ꎬ其中个别规定突破了全国人大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ꎻ２００９ 年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侵权责任法»ꎬ这是公认的“基本法律”ꎬ严格来讲属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范围ꎻ２０１５ 年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
家安全法»ꎻ２００１ 年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ꎬ２０１５ 年作出修改ꎬ但计划生育政策自 １９７０ 年代末

以来就是我国“基本国策”ꎬ也明显属于“基本法律”ꎮ



质审议吗?􀃊􀁎􀁔 从行动能力的视角来看ꎬ让全国人大在相关法律草案接近成熟的阶段进行

审议ꎬ由此既在最低限度上符合立法程序的要求、又赋予该特定法律所需的正当性ꎬ应
该是更务实可行、更合理的安排ꎮ􀃊􀁎􀁕 我国立法体制的日益成熟ꎬ与多年来各级人大常委

会在机构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上的进步密不可分ꎬ«立法法»在 ２０００ 年问世时ꎬ对
全国人大立法权的上述切割或改造ꎬ只不过是顺应了“事实之大势”ꎻ􀃊􀁎􀁖等到 ２０１５ 年«立
法法»修订时ꎬ又特别增加了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ꎬ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提前审议”本应由

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案时ꎬ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ꎬ而
立法调研时ꎬ“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这当然是努力保持对

全国人大组成人员的尊重、以此缓和立法权实质转移的“正当性困境”ꎬ但实质上ꎬ则进

一步凸显了全国人大———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能力之欠缺ꎮ􀃊􀁎􀁗 从宪法到«立法

法»ꎬ三十几年的宪制发展已经承认了全国人大在立法权行使上的(行动)能力不足ꎬ这
种“承认”具有规范意义ꎬ应该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全国人大的“应有职权”的共识和指

引ꎮ
回到«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的概括授权ꎬ上述原理显然是适用的ꎮ 如果说ꎬ即便宪

法文本上有关立法权配置的如此显白的文字、语句ꎬ都必须妥协于被授权机关的“行动

能力”之现实境况ꎬ那只能说明ꎬ对于“行动能力”的承认ꎬ是包含在宪法对国家机构之

职权的规范设计之中的“隐含原理”ꎮ

五、结语:一个立宪主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ꎬ仍有待在宪制框架内给予其符合

时代潮流的理论修补与发展ꎬ但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不可逆转地灌注到了现行宪

法之中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任何宪定机关的权力都有边界ꎬ并且ꎬ这是基于实定宪法的、可
探知的、可执行的边界ꎬ因此ꎬ如上文所述ꎬ通过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规范上的透

视、反思及一定程度的建构ꎬ可以对«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ꎬ进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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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理解方式是ꎬ«立法法»是由全国人大所制定ꎬ２０１５ 年的重大修订也是通过全国人大的“决定”来完成ꎬ因此ꎬ
可视为全国人大认可了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在立法程序上的分工或分权ꎬ或者说全国人大自愿出让了部分立

法权ꎮ 从法解释学的方法来看ꎬ这是一种结合了«宪法»与«立法法»或其他重要组织法的整体性的理解ꎬ与固守

１９８２ 年«宪法»文本的那种比较狭义的“宪法文义主义”有很大不同ꎮ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理解ꎬ这种“常委会先行审议法律案”的安排ꎬ是为了使一年仅开会一次的全国人大所面对的

法律案具备“较好的审议基础”ꎬ“得到充分的审议”ꎮ 本文认为ꎬ这显然是出于有效完成立法工作的务实的制度安

排ꎮ 参见武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８９ 页ꎮ
根据韩大元教授的研究ꎬ囿于大会的局限ꎬ其立法权被部分转让给全国人大常委会ꎬ不止是 １９７０ 年代末或 １９８２ 年

«宪法»以来的情形ꎬ早在 １９５５ 年、１９５９ 年ꎬ就分别有两次部分立法权的授予ꎮ 他将此称为“迫于现实的要求”ꎮ 参

见前引①ꎬ韩大元文ꎮ
有学者很早就提出ꎬ应当把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权限剥离出来ꎬ全部赋予常委会ꎬ仅保留制定宪法和修改宪法的权

限ꎮ 该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以‘规范’对应‘事实’的做法ꎬ顺理成章”ꎬ因为“全国人大根本是一个不适合行使立法职

权的机构”ꎮ 参见前引􀃊􀁍􀁛ꎬ章乘光文ꎮ



以厘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边界ꎮ
这一过程注定需要多种方法的组合介入ꎬ所有方法的运用ꎬ必须时刻置于新中国宪

法实践的特定背景中ꎬ建基于对人大制度自身巨大历史变迁的深刻认识ꎬ保持对现行宪

法之重大使命———尤其是在政治浩劫之后痛下决心重建民主法制———的持之以恒的敏

感度ꎬ􀃊􀁎􀁘毕竟ꎬ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语言并由此导入了更早年代

的特定国别宪法思想的一部宪法典ꎬ现行宪法的解释学建构不可过于静态ꎮ
当然ꎬ必须说明的是ꎬ从规范层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边界予以把握之后ꎬ

不等于回答了其权力行使从规范到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其他制约或限制ꎬ如基本

权利ꎮ 基本权利可以作为全国人大权力行使当中的某种实际“界限”ꎬ这与本文着重处

理的问题———«宪法»第 ６２ 条第 １６ 项的空白授权中包含了何种权力边界———是彼此支

撑也有所区别的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只是初步的ꎬ主要有:第一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只具有

公权力机关序列中的相对优越地位ꎬ并不具有主张无限权力的宪法依据ꎻ第二ꎬ充当公

权力监督者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必须以尊重被监督者之核心职权的方式行使该监督

权ꎻ第三ꎬ必须基于对全国人大在当前的“行动能力”的客观认识———包括但不限于对其

作为“非常设机关”和“政治象征机关”之地位的承认———来判断应当交由其行使的宪

法未列举权力的具体类型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与权力ꎬ始终扼住了人大制度的

理论咽喉ꎬ因此必须在宪法学上作持续不断地审视、建构与发展ꎬ但毫无疑问ꎬ我们想要

的必定是ꎬ也只能是ꎬ一个奉行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１６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ＮＰＣ) 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ＰＣ’ｓ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ｅ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ｏｒｇａ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ｎａ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ｏ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ＰＣ.
Ｆｉｒｓｔ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ｏｒｇａ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ｏｒｇａｎｓꎬ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ꎻ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ｉ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ｏｒｇａ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ｈａｒ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ꎻ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ｏｒｇａ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ｂｙ ｉｔ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责任编辑:李小明)

１２１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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